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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令人猝不及防的速度，“现代”的神话裹挟

混合着政治、文化、人文以及个体的物质梦想，依

次派生出发展、进步、启蒙还有自由与幸福等等

词语，我们这个号称保守的农业民族，已经成功

地建立了一个由上述词语所构成的、而不容置疑

的、诗一般激情洋溢的、新的“宏伟叙事”。在今

天，这一诗性的叙述正夹带着日益合法化的关于

财富、欲望和现代生活的奢侈梦想，像正在崛起

着的摩天大楼、竞相扩展着的都市建设蓝图一

样，推动着我们的时代不顾一切地飞速前行。可

是，在这一诗性外表下所掩藏的某些个体的命

运，却也不可避免地经历和承受着时代变革中的

屈辱的眼泪、失去土地的茫然、背井离乡的苦痛、

生存根基被动摇之后的心灵失衡。谁会关注和写

下这一切？

⋯⋯也有人只是经历了漫长的白日梦

开始是苦难，结束也是苦难

列车的方向再度是命运的方向

这是杨克的《广州》一诗中的句子。它让我在

熟视无睹中猛然看见，时代的列车是在怎样地碾

压和支配着一个乡下青年的命运——— 他不能不

茫然地屈从它的方向。它在南方，在那个制造着

财富的神话和汇集着屈辱、梦幻、汗水和命运的

方向。这青年朝着方向进发，不知道是等待他的

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只是默默地倚靠在拥挤的车

厢壁上，眼里闪着束手无措的呆滞和对未知世界

的向往，宛如一条被烘干了的沙丁鱼。

这是我们时代的千千万万个青年中的一个，

空间的移动改变了他的生活和命运，也改变着我

们这个国家。无数的个体汇成了潮水和泥石流，

然而他们参与制造的经济学数字和 ()*的神话
却淹没和覆盖了这些卑贱的生命本身，遮蔽了他

们灰尘下的悲欢离合和所思所想。

现在，有人要为他们书写这身世，书写这掩

藏在狭小的工棚、闷热的车间、汗臭熏天的简易

宿舍中的一切，书写他们内心的欢欣与痛苦，这

怎么说也是一件大事。

我意识到，这篇短文将要讨论的是一些基本

的甚至是“+,-”的问题，但因为这些作品的出
现，这些问题再度变得重要起来，使我不得不冒

着陷于浅陋的危险来谈论它们。

尽管我一直认为，诗歌只与心灵有关而与职

业无关，但是在我们的时代，职业却连着命运，而

命运正是诗歌的母体。历史上一切不朽和感人的

写作，都与命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我们的

时代尤其如此。当我们读到了太多无聊而充满自

恋的、为“中产阶层趣味”所复制出来的分行文字

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愈加强烈。

“底层生存中的写作”，我意识到，这是一个

包含了强烈的倾向性、还有“时代的写作伦理”的

庄严可怕的命题。从字面看，它大概包含了两个

方面的问题，一是写底层，这恐怕是问题的主要

方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绝大部分作品应该是

属于这一类的；二是底层写，这个问题比较难以

界定，究竟什么样的生存算作底层的生存？什么

样的身份才符合一个“打工诗人”的标准？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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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像柳冬妩这样的诗人可以说“曾经是”一个

“打工诗人”，但现在他是否还是一个打工者的身

份？因此我想，写作者的身份固然是重要的，但也

可以不那么重要，他只要是在真实地关注着底层

劳动者的命运就可以了。

但我这里却不想仅仅从感情的层面上谈论

一个伦理化的命题，因为那样可能会把问题简单

化。底层的生存者并不仅仅是进城的“农民务工

者”，在社会急剧分化的今天，农村的贫困家庭、

城市失业者的生存状况并不比他们更好——— 如

果是农村的生活状况可以维持的话，怎么还会有

这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那么这些人的生存状况

要不要书写？所以，问题还需要深入。我联想到

“五四”新文学诞生之后不久出现的“乡土文学”，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乡土文学？在古代中国有“田

园诗”，但是却没有“乡土文学”，这是颇为奇怪

的，那时的田园未必总是好的，兵火之灾常常使

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但那样的描写也

还称不上是乡土文学。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民

族整个的生存方式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换言

之，“文化”并没有出现根本的变动。现代意义上

的乡土文学的诞生，正是基于两点：一是传统的

生产与生存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动，因此文化的结

构与价值形态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动，在这样的一

个变动下，人作为存在物其命运——— 也即其悲剧

性的诗意得以显现；二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的启蒙主义意识的烛照，使得乡土生存的深渊状

况被照亮了，否则，“从来如此”又有什么不好？知

识分子把农人的苦难“解释了出来”。当资本的流

向和工业化的进程阻断并破坏了传统的生存方

式与伦理观念，在致使农民贫困化的同时，从土

地上流离出来，这样便导致了乡土文学的诞生。

在现今，情况大致是相似的，大量的农民或是出

于对城市的向往，或是由于失去土地，由于贫困

所迫，背井离乡涌向城市，这里表面上看是一个

个体生活的空间位置的变化，但实际上却是意味

中一种生存、伦理、价值和文化的巨变，这一切对

于个体来说，除了解释为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冲突

以外，别无任何可能的解释，这正是诗意产生的

时刻。

但这样的“诗意”未免太过宏伟了——— 它是

历史性的，其不可抗拒性在于它是不可逾越的

“历史代价”，马克思早就说过，历史前进的杠杆

正是恶与欲望这样的东西，时代的“进步”与“发

展”理所当然地要以某些人的悲剧性命运作为代

价。但这是政治家所思考的，$#世纪欧洲的作家
们并不清楚这些，或者他们对这个充满理性的估

价并不感兴趣，巴尔扎克和斯汤达们对当年的

“外省青年”（他们某种意义上和现今中国的一个

“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不也很相似吗？）的命运

的描写，和 $%&!年代法国贵族被资产阶级打败
的编年史一起，曾经意外地成为比历史学家、政

治经济学家、还有统计学家们的数字之合还要多

的翔实记录，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书写了人、书

写了个体生命、他们在这个时代的命运，这样才

留下了具有血肉的、而不是只有冷冰冰的文字叙

述的历史。$# 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
的不朽之处正在于，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所谓

“历史的进步”，相反而是这场所谓的进步中付出

了失败、挫折和悲剧命运的那些人们。因此，如果

说要有一个现今意义上的写作伦理的话，那就是

这样的一种“反历史”的伦理。

也许有人会对这些写作的意义甚至动机表

示怀疑——— 比如会简单地将之归结于一种“现

象”或者“问题”的写作，一种概念化的和“非纯

粹”的写作等等，我不否认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写

作者而言他的动机的无意识和含混性，甚至他的

思考和观察角度的某种“不健康”趣味等等，但正

是这些作品强化了我们时代的一个关于写作伦

理的庄严命题。我得说，它们令我感到震撼并产

生了强烈的为之辩护的冲动，因为我以为最重要

的还不是“对苦难的拯救”，而是“看见”。你不能

要求对苦难的叙述者去消除苦难本身，他做不

到，事实上“悲剧”的意义也许从来就不是意味着

对命运本身的拯救，古典悲剧的美学与精神内涵

同样也不包含这些，它们只包含了怜悯、恐惧、净

化和崇高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产生的基础在于

“命运是无可改变的”。所以，我们并不能去苛求

写作者，对他们的写作动机提出虚妄的质疑。但

是另一方面，我又认为这是拯救我们时代的良心

和每一个个体的人性的有效途径，因为悲剧的意

义正在于对局外人——— 那些观众的良知与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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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唤醒和救赎。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些作品

的感人和有价值之处就在于，它们是写作者通过

自己的发现和书写来实现对劳动与劳动者价值

的一种伦理的捍卫，并由此完成对自己心灵的净

化和提升。

这和鲁迅他们当年的写作是不一样的，某种

意义上，作为写作者的他们和这些诗歌中的人物

并没有多少差异，他们都是同样意义上的“生命”

和“生存者”，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优越感。而相比

之下，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眼里的乡村却

是破败的，他们眼里的农民也只是愚昧和麻木

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那是因为他们试图去

拯救这些人，试图去改变他们的命运，或者换句

话说，他们以为自己是高于底层劳动者的，《故

乡》中鲁迅虽然对那里的人民充满了热爱，可是

连闰土据说也偷拿了老爷家的东西，这是多么让

人感到悲凉和绝望的消息，鲁迅的拯救意识导致

了另一种更具悲剧性的体验——— 那就是绝望，他

的作品由此产生了另一种接近荒诞的诗意。除了

五四作家，还有另一种书写的角度，这就是沈从

文式的，把乡土和劳动者的人生进行诗化的处

理、使之变成知识分子最后的精神乌托邦。在这

两种写法之外，我以为在现时代最朴素和最诚实

的写法，就是这种再现和呈现式的表达，他的所

有主题都还原为“生命”、“命运”、“生存”这些初

始的概念，而不只带有社会伦理意义上的那些层

面。当然其中也会包含了写作者的感情，但是写

作者不会高于被描写者，这样反而带来完全不同

和朴素和真诚的诗意。

这也使我联想到古代诗歌里的那种写作

——— 在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很意识形态化地把那

叫做“诗歌的人民性”，从《诗经》到汉乐府、从杜

甫的“三吏”“三别”到元白诗派所描写的底层百

姓的疾苦，那种写作同样充满了对生命的体恤和

命运的怜悯，所以让人感动。但在文人创作中，这

种关怀底层和体恤生命的精神与其称之为“人民

性”，还不如称之为“知识分子性”，因为无论什么

样的人民性，究其根本都是写作者知识分子性的

体现。在《中国打工诗选》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写作者强烈的亲近底层劳动者的立场，而且他们

所充当的角色也不再是旁观者的吁请，而是多有

置身其间的切身体验。宋晓贤的一首《乘闷罐车

回家》中，就有这样设身处地的感人句子：“一颗

牛头也曾在此处 &张望过，说不出的苦闷 &此刻，
它躺在谁家的厩栏里 &把一生所见咀嚼回
想？ & &寒冷的日子 &在我们的祖国 &人民更加善
良 &像牛群一样闷声不语 &连哭也哭得没有声
响”。这是坐闷罐车回家的打工人的感受，这本来

是用于运送牲畜的运输工具，现在被临时用于运

送回乡的民工。作为“人民”本身，他们可能并不

会感到特别的屈辱，因为这和他们在异乡住低矮

潮湿的简易工棚、干最脏最苦最累的活本身比起

来，又算得了什么，但是我们的诗人却从中感受

到非同一般的处境和命运，并写下了让人落泪的

诗句。

与此同时，在《中国打工诗选》中我们还可以

看到，大多数作品却都是在一个隐含着的角度中

展开的，即，自己是站在一个城市的人、一个与打

工者相比有着“合法居住权”的人的角度来反躬

自问的，这也应该是它们的“知识分子性”的另一

体现。在卢卫平的《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中，

他用了“苹果”这样一个形象来形容那些乡下来

的女孩子，对这些贫困但充满纯洁与健康气息的

生命，表达了一个城市生存者的深深感动与赞美

之情，同时也暗示了他所代表的城市的自惭形

秽：“它们肯定不是一棵树上的 &但它们都是苹
果 &这足够使它们团结 &身子挨着身子，相互取
暖，相互芬芳 &它们不像榴莲，臭不可闻 &还长出
一身恶刺，防着别人 &我老远就看见它们在微
笑 &等我走近，它们的脸就红了 &是乡下少女那
种低头的红 &不像水蜜桃，红得轻佻 &不像草莓，
红得有一股子腥气 &它们是最干净最健康的水
果 &它们是善良的水果 &它们当中最优秀的总是
站在最显眼的地方 &接受城市的挑选 &它们是苹
果中的幸运者，骄傲者 &有多少苹果，一生不曾进
城 &快过年了，我从它们中挑几个最想家的 &带
回老家，让它们去看看 &大雪纷飞中白发苍苍的
爹娘”。这是多么淳朴和美丽的生命啊，却是这样

的廉价。这样的作品使人相信，“打工诗歌”决不

是一个来自“慈善机构的宣传品”，或者是什么人

施舍作秀的产物，而是可以“成为艺术”的真诚的

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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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实”和“真实”是另个一至关重要的

问题。这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事实上关于“真

实”的问题从来都不但是写作的基本要求、而且

还是一个写作者基本的伦理标尺。“忠实于现

实”，这是我们过去很多年里一直强调的东西，但

是现实究竟在哪里？我们何曾接近过它？我们曾

经把“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概念伦理化甚至法律

化，而写作却依然远离现实和真实本身，这是我

们一直没有很好反思的。基于这样一个历史，我

不愿意把这样的写作称做“一种再度出现的现实

主义写作思潮”云云，这样的命名有可能会带来

曲解甚至伤害。远的不说，即便是出现在 #$%!年
代前期的那种“新现实主义诗歌”，也堪称是悲剧

的例证——— 它们不是反映了现实，而是肆意篡改

了现实。在一首“获奖诗歌”中，诗人设想自己是

一名纺织女工，在产假结束之后的“第五十七个

黎明”推着婴儿车去上班，这车子就推上“生活”，

“希望和艰辛”，“一袋炼乳、两棵白菜，还有夜大

课本⋯⋯”之类，然后就是一路“绿灯”和“致敬”，

然后就得出了结论：“旋转的婴儿车，就是中华民

族的魂灵”。这是什么样的现实主义？它何曾触及

过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人物的心灵？全是“概念化

了的现实”。在这种写作成为风气之后，类似的

“打工题材”的诗歌也已经出现，比如“清晨，我登

上高高的脚手架”，“我骄傲，我是一名板车工”，

“街头，有一个钟表修理摊”⋯⋯曾成为这年代的

一种“生活抒情诗”的典型句式，但这种写作同样

也未曾抵达过现实和真实半步，写作者假代当事

人，虚构了他们的幸福生活，而把汗水、辛劳和他

们所忍受的屈辱生活诗意化了，有的批评家笔下

早就揶揄和抨击过这种虚伪的“灰色的市民意识

形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假性写作”，写作者冒充

劳动者，假借他们的名义表达的是对现实的粉饰

和认可。

所以，真正的现实是回到人物的命运。这是

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 *+,-.-,/(0”，而
不是建立在“典型意义”上的概念化的代表。而且

某种意义上，真实的“多元性”中最重要的是真实

的“残酷性”，如果一个写作者认识不到这一点，

那么他的写作就不曾达到应有的深度。事实上所

谓“深度”就在“底层的现实”中。我之所以强烈地

反对我们时代的写作中的中产阶层趣味，就是因

为它在本质上的虚伪性。我当然不否认，即使是

“中产阶层趣味”下的生活者也有他们自己的“现

实”，但如果在一个依然充满贫困和两极分化的

时代滥用写作者的权力，去表现其所谓的后现代

图景，就是一种舆论的欺骗，对于“沉默的大多

数”来说，谁能够倾听和反映他们的声音？作家莫

言曾提出过“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说法，这无疑

是真诚的，但我在事实上仍然愿意将其看作是知

识分子写作的另一种形式，因为真正的老百姓是

不会写作的，他们根本没有可能和条件去写作，

莫言的说法的潜台词是要知识分子去掉自己的

身份优越感，把自己降解到和老百姓同样的处

境、心态、情感方式等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接

近他们，并且倾听到他们的心声。因此，在一定程

度上也可以说，只有实践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的诺言，才有可能达“现实主义”的真实。在游离

的作品《非个人史》中，他这样书写了一个乡下青

年的履历：“遗弃、绝望、乌托邦，它们 1规范的称
呼是：乡下、县城、省城。 1这几乎是我三十年的
拉锯历程⋯⋯ 1 1三十年，我仍在拉锯。切割的进
程 1跟不上年轮的增长，越来越深的木屑，1掩埋
着来自地底下的蚯蚓的呼喊：1 1有一把锄头可
以切断我，有一根草 1给我呼吸，有一个街头供我
曝晒尸骨，1 1有一张纸，在第四个空格写下：身
份，其他。”在这里，“我”介入到了对象之中，成为

了那个卑微的生命的另一个身体，它让我们听见

了来自那体内的声音，使我们感到，关注一个生

命比起关注一个宏大的词语和概念，不知道要真

实和重要多少倍。

另一方面，真实也并不纯然是紧张或者崇高

庄严的悲剧，它也有可能是喜剧。小人物本身就

带着天然的喜剧性，他们的弱点甚至愚昧和他们

的不幸与屈辱一起，构成了丰富的人生内涵。这

同样是真实性的体现。马非的《民工》就让我看到

了另一种真实，一个百无聊赖的打工人在“人民

公园”的一角和一个暧昧女子谈起了皮肉生意，

这虽然不雅，但却使人看到了底层生活的另一景

象，我们可以想象那些远离了女人的人，在单调

沉重的体力劳动中内心的贫乏与虚空焦灼。这并

不会使我们对他们产生鄙视，相反一个严肃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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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会由此生出由衷的悲悯之情。相形之下，写得

更好的是伊沙，因为他没有简单地写喜剧，他是

用了喜剧的笔调去写一个悲剧，所以更有叫人感

动的力量。这首叫做《中国底层》的诗选取的是

“西安 &#$ &枪杀大案”记录篇开头的一个片段，
男女主人公的对话。通常人们习惯的是去妖魔化

地理解这些犯罪者，对他们切身的生存处境却不

会予以考虑，但这里伊沙偏偏要设身处地，他模

拟了电视片中贩枪女孩和盗窃枪支的男青年“小

保”之间的一段对话，原来所谓的犯罪实际上动

机也极其简单，不过是出于一个饥不择食的生存

欲望，而女孩的犯罪则纯然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同

情心。是这样简单的动机毁了他们的一生，其实

一切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情，片刻之间的就区分

了人类和妖魔。最后我们的诗人是这样说的———

这样的夜晚别人都关心大案

我只关心辫子和小保

这些来自中国底层无望的孩子

让我这人民的诗人受不了

这就是还原到生命个体的真实！它重新揭开

了被法律、舆论和所谓道德所遮蔽的原始的真

相，在诙谐中让我们看到被概念覆盖和捆绑中的

生命的绝望与哭泣，它让我们相信，最终还世界

以公正的不仅仅是法律，还有诗歌。

最后我想还可以谈一谈所谓的“叙事”。因为

一方面，据说叙事已经成了九十年代以来诗歌最

重要的表现手段之一；另一方面，要表现底层生

活的现实，当然也离不开力求“客观”和“实录”的

叙事。所以它也似乎成了事关写作伦理的大问

题。叙事的时代表明了抒情在一定程度上的退

席，但当代诗歌的贫乏症之一就是抒情的弱化，

这看起来是一个技术或者文本的问题，但实际上

却是一个主体的写作立场与态度的问题。写作者

普遍的充满变态自恋的自我放大，攫持和支配了

叙事的趣味，也使得叙事变成了一种虚伪造作的

伎俩。我当然并不想说，是这些记录底层人群生

活状况的作品“挽救了叙事”，但至少，在这些作

品中叙事变得不那么面目可憎了。上面所句的伊

沙诗中的叙述几乎占了全部的成分，但它给我的

阅读感觉却充满着灵魂的震撼，它的表现力达到

了惊人的丰富和厚重。无独有偶，还有一位叫做

管上的作者的一首《王根田》，也是以实录的形

式，用了诙谐和平静中又带了悲伤的口吻写了一

个外出打工人的命运，他在外面苦熬，家里村长

却霸占了他的妻子，并且“超生”下了并不属于他

的孩子，王根田蒙羞之下只有铤而走险，杀了村

长，自己也被判了无期徒刑。我们一方面可以感

叹这可怜的人不懂法律的愚昧，但设身处地去想

一下，但凡王根田有一点说理的去处他也不会这

样不计后果，事实是他别无选择。在这首诗中，作

者并没有去刻意地说理和为这个当事人辩护，但

其叙事中所生发出来的丰富含义却能够使读者

思量良久。

试图谈叙事，还有技术方面的动机。因为我

对这些作品叙事方面的自然生动和流畅自如留

下了深刻印象。江非的《时间简史》甚至用了“倒

叙”的手法，在极简练的笔墨中写出了一个十九

岁青年的一生：“他十九岁死于一场疾病 ’十八岁
外出打工 ’十七岁骑着自行车进过一趟城 ’十六
岁打谷场上看过一次，发生在深圳的电影 ’十五
岁面包吃到了是在一场梦中 ’十四岁到十岁 ’十
岁至两岁，他倒退着忧伤地走着 ’由少年变成了
儿童 ’到一岁那年，当他在我们镇的上河埠村出
生 ’他父亲就活了过来 ’活在人民公社的食堂
里 ’走路的样子就像一个烧开水的临时工”。这样
故意地轻描淡写，是刻意地要体现一个生命的卑

微，就像他不曾来到这个世界，一切都这样快地

结束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没有引起任何的

悲伤。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丰沛的悲悯

之情，以及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冷漠与失德的尖

锐反讽。

说来说去还是又回到了起点。我并不想说，

有了“打工诗歌”一切就都变得好起来了，无论是

现实还是诗歌都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伦理问题的

浮现而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确信它给我们当

代诗歌写作中的萎靡之气带来了一丝冲击，也因

此给当代的诗人的社会良知与“知识分子性”的

幸存提供了一丝佐证。在这一点上，说他们延续

了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也许并不为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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